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生存现状与保护对策的思考

聂大江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文化遇到严重挑战，这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文明发展的初期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主体民族，有了一种多元一体的格局，较早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并且延续了约两千年之久，这一切就使中国成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出现文明断裂的国家，文化得以连续发展、积累，底蕴十分丰厚。

    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地区间生存条件各有差异；自古以来民族众多，生存条件差异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在基本统一的前提下的多样性、丰富性。发展到现在，各民族间除了横向对比所显现出的差异外，还有纵向对比所展示的不同文明发展阶段的差异，而且整个文化还分出了上层、下层，因此中华文化是多姿多彩，繁复瑰丽的。

    中国文化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先是独立发展的，其后有机会与外来文化碰撞、融合，但始终保持着鲜明的个性。

    中国文明曾有过辉煌的成就，创造过不少骄人记录，为世界文明史作出过独特的贡献。如今，它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民间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正面临着多方面的严重挑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近几年曾就这个问题，作过专题的立法调研，我本人参加了这项工作，到过不少少数民族地区，也考察了一些内地省份，深感问题严重，令人担忧，亟需筹思对策。                             

一

    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一）传统工艺美术面临生存危机。传统工艺美术在我国有悠久历史。解放后曾经达到新的繁荣。据1983年统计，工艺美术产品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53倍，而且出现了不少新的生产基地，增加了许多新的品种；由于重视发挥老艺人作用，重视创作、设计和科学研究工作，工艺技术上、文化内涵上都有很大提高。我国的工艺制品受到国内人民群众喜爱，也有广阔的国外市场。1981年6月，出口创汇达15.1亿美元，约占轻工系统出口换汇的30%，为全国外贸出口换汇总值的7.2%。工艺美术行业有着投资少、见效快的特点，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又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从上一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工艺美术事业与整个体制改革同步，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大量国营、集体企业萎缩、解体、运作困难、生产不景气；一时间大量涌现的个体经营户陷入无序竞争，多数处境困难，只有少数私营企业发展势头良好。江西省在80年代，有工美企业154个，到90年代末，只留下30家。甘肃工艺美术原有50个品种，现只余下30个品种。河南工艺美术，原有20大类，80年代时，工业总产值曾达15亿元，出口交货值7-8亿，居全国第五、六位。目前主要生产企业南阳玉雕、洛阳唐三彩以及钧瓷一、二、三厂，都处于奄奄一息状态。福建为人们所熟知的主要工艺美术行业，命运也多类似。如脱胎漆器（曾与景泰蓝、景德镇瓷器一起被誉为中国“工艺三宝”）、软木画（福州“工艺三宝”之一）、竹编（历史悠久，三千多年前，武夷山悬棺中已有竹席残片）、德化瓷塑（白瓷称“猪油白”、“建白”），都处于困难境地。

北京、江苏、浙江等工艺美术发达的省市，同样陷入不景气状态。北京传统工艺美术行业20世纪80年代曾出现新的辉煌，从业人员三万人，产值达7-8亿元。仅工艺美术公司名下就有生产厂40家、商贸业8家、合资企业4家，而到2001年北京真正从事传统工艺美术品生产的企业不足50家。绝大部分企业为了维持生计，经营上都向三产、物业转移。政府多年扶植的最大的工美企业——工艺美术厂已宣告破产。玉器、景泰蓝、漆雕、牙雕曾号称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四大名旦”，北京象牙厂因国家实行象牙禁运政策，1989年后一蹶不振，目前依靠其他副业生存。北京玉器厂兴旺时，工人曾达1700多人，为国内最大玉器厂，也是利税大户，高峰时曾创600多万元利税，现在在岗的只有200多人，从事玉器生产的只100多人。北京正规从事景泰蓝生产的企业只有两家，一为国营珐琅厂，一为私营企业，销路并不顺畅。

    江苏南京市传统工艺美术产业历史可以上溯到元代，生产工艺水平很高。如今，云锦生产因曲高和寡，无人问津，而处于困境。剪纸民间工艺社并入塑料厂，人员进入南京工艺表演室。仿古雕生产奄奄一息。南京竹刻也进入南京工艺表演室，只为参观者表演，已无生产任务。金箔金线厂因为没有市场而生产困难。工艺制花厂已散作个体。金属工艺厂改为银楼。

    浙江也是工艺美术产品重要产区，大的工艺美术门类俱全，雕塑尤为突出，品类达70多种，其他工艺美术产品480多种。如今许多曾创造辉煌的工艺美术企业日子都不好过，如都锦生，20世纪80年代生意兴旺，最多时达3000职工，现职工已减到1400人；又如王星记扇子厂，1988年604万产值，到1998年已降至200多万，三产超过主产。

    生产萎缩、生存出现危机，是由种种复杂因素导致。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高水平艺人年龄老化，后继无人，因而产生了人亡艺绝的问题。据报载，2001年，北京市27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年龄都超过了60岁，已全部退休，其中有22人已经谢世。江苏宜兴陶瓷业，省级大师大部分退休，6个国家级大师，年龄最小的已经60岁，其中还有2位在70岁以上。浙江省全国、省两级大师共57人，到1999年时，约三分之一已退休，有些人还在超龄服务。2000年调查时，福建5位工艺美术大师已去世3人，其余2人也到了古稀之年。高级工艺美术师90人，退休及病逝的已逾三分之一。陕西省大师级工艺美术家已去世过半。

    年轻人觉得生活困难，行业前途无望，因此不愿学艺。有些生产门类，因此出现了关键工序、关键技术断档，全部工艺濒临失传。生产萎缩，尚可有重振雄风之时，技艺失传则很可能永无再生之日。目前国营、集体生产厂家在今天已经不是工艺美术行业的全体，甚至在某些地区、某些分支行业已不是行业主体。许多私营企业营业兴旺，也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出了一些高水平产品，但科研力量不足，创新能力差，生产出的珍品、精品不愿保存，很多销往国外。大量个体生产者，为在激烈竞争中生存，往往在工艺上偷工减料，甚至冒名造假，很难有技术上的更高追求。

    （二）传统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目前也处于困难阶段。表演艺术可以昆曲为例。有关部门曾在20世纪90年代做过调查，发现它“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主要问题是：1、人才断层严重，后继乏人，演员非老即小，老的大部分在50岁以上，小的则只有20岁左右，总体是年龄偏大，40岁以上演职人员占三分之二。2、剧目丢失严重，解放前，折子戏有400余出，解放后继承下来200余出，上世纪70年代后，培养出的新演员，只会演近百出。3、从业人员待遇过低，人才流失严重，青年演员收入尤其少，因而纷纷改行经商或转往其他收入较高工作。4、事业经费严重不足，演出设备陈旧短缺。5、医药费不堪重负。

    戏剧的衰落并不是自今日始。从张庚主编的《中国戏曲志》中，可大致看出一些省份民国以来戏曲衰败的轨迹。浙江民国初年有剧种30个，到今天，消亡6个，无专业剧团的4个，由一个专业剧团，独根独苗支撑一个剧种的16个。四川民初有剧种32个，已消失6个，无专业剧团的18个，一个剧团支撑一个剧种的5个。陕西民初有29个剧种，到今天消亡2个，无专业剧团的7个，一个剧团支撑一个剧种的7个。河南民初剧种45个，13个已不存在，无专业剧团的13个。广西新中国建立初期有地方剧种18个，到上一世纪末仅存4个，而且渡日艰难。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各地曲艺形式有400多种，约可分为十大类，目前总体看呈不景气状态，难以吸引青年观众。上个世纪30-40年代，北京经常演出的曲艺种类有：评书、大鼓、单弦、相声、数来宝、琴书、双簧、坠子等，其中大鼓又分京韵大鼓、梅花大鼓、犁铧大鼓、奉调大鼓、滑稽大鼓、西河大鼓、乐亭大鼓等。如今评书、相声还经常在电台、电视台出现，大鼓偶尔出现，其他门类几乎难得一见。

    （三）其他艺术形式情况也差不多。以年画、剪纸、皮影为例，宋代已有彩版印刷年画，到清代，全国各省几乎都有作坊，新中国建国后，继承旧年画的优良传统，注重内容创新，出了大量新年画，每逢年节，销路甚广。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产呈下滑趋势，特别是传统木版年画，除专家、学者、外国人外，很少有人问津。河北武强曾打算利用其丰厚的历史积淀，振兴年画，作为兴县的支柱产业，但收效甚小。

    剪纸流传甚广，历史也相当悠久。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对马”、“对猴”剪纸，出自南北朝时期，是目前最早的实物剪纸资料。剪纸有很强的实用装饰价值，用途广泛，目前学习的人主要是农村妇女，年轻人已不重视它的传承。

    不仅三北地区，而且南方的江、浙、闽、粤、湘、滇、川各省也有皮影戏的演出。皮影戏剧本多用戏曲台本，但有特殊唱腔，称“彩调”，一般也受戏曲唱腔的影响。目前，皮影演唱的地区范围也越来越小，演出团体愈来愈少，据研究者统计，皮影剧团解放前约有1000个，现在连两个人的团都统计在内只有100个，正常活动的只有几十个。最近有的报纸报导湖北皮影，用的标题是“皮影面临绝唱之境”，实可为全部皮影处境的写照。

    （四）少数民族的有形与无形文化财产也在遗失。过去几十年，国家文化部门以至社会有关方面对有形文化遗产给予了更多的注意，其古代部分，作为历史文物看待，其近代部分作为少数民族文物看待，其中与革命有关的则作为革命文物看待。但关于少数民族文物的界定，业内人士看法不一，所以保护的操作留下了不小的漏洞，至于现当代的行将退出现实生活的生产用具、生活用具，除少量进了民俗博物馆以外，其余很少被人视为文物或文化遗产。因此，少数民族有形文化遗产损失还是相当严重的。

    可举一些事例。如少数民族民居，其形制、材料、功能近来变化更新都很快，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傣族、哈尼、布朗、基诺等族住宅，原来都是干栏式的竹楼，体现着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瓦顶木架楼房陆续出现，70年代瓦顶木架楼房新建面积比60年代增加了48%，80年代中期，住瓦房、混合结构住宅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58%，1990年占农户总数的68.5%，到1995年，已达到76%，竹楼、草房已经成为罕见的少数。州政府1985年虽作出决定，重视民族建筑特色，但只限于临街建筑。而有些学者反映，一些“民族特色”实际上体现的是缅甸、泰国的风格。据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调查，该县已见不到具有蒙古族特点的民居。辽宁省内具有满族特点的民居，也只能在一些偏僻山区才可见到。

    民族服装和语言也消失很快，年轻人平日只穿内地通行的实为西式的流行服装，遇有节日，部分人才穿民族服装。民族歌舞在有些地区，也逐步为流行的外来歌舞所取代。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而青年人却放弃了本民族语言。
    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的状况也令人担忧。少数民族古文献，可分图书、文书、金石、题记几类，其中图书、文书为大项。据1988年第三次《彝文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统计，截至1988年8月，滇、川、黔、贵四省已收集到7600余种彝文古籍。北京已知现存彝文典籍也约有650余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收藏有自元代始历经明、清、民国至新中国建立初期档案三百多万卷，主要为藏文档案。许多彝文、藏文图书档案，因历史原因残损很多，目前保存状况也不理想。云南省民委反映，毕摩为掌握彝文、收藏彝文古籍的主要人群，现因毕摩年老辞世，或后代无人修习，古籍即按习惯殉葬，也有因信众皈依其他宗教，古籍遭到焚烧。古籍还有不断流往国外情况，据云南省民委估计，少数民族古籍约以每年上千册速度流失。少数民族古文字的研究人员也十分短缺，辽宁省从事满文研究的专业人员，目前只剩下五、六个人。贵州民族学院招考苗语研究生，本国无人应考，最后从美国招来一人。
二

    出现目前问题的原因有以下几条。

    （一）经济迅速发展，现代化、城市化步伐加快，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业余时间的利用、精神产品的消费方式同样发生了很大变化，导致传统文化的消亡。

    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这种变化大体是以世界流行方式为导向，从沿海向内地、从城市到乡村、从中原汉族地区向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在亿万人民中自发自动地进行着，大家在愉快地告别过去，传统文化逐渐失去生存基础。据权威研究者预言，基诺族竹楼将在十年内消失，服饰、歌舞和传统习俗将在20年里消失，语言将在50年內消失。上世纪80年代末曾有一对40名傣人的问卷调查，问如果新盖房子将选择什么式样，40人中竟没有一个人选择传统傣楼样式。

    （二）经济体制改革后，许多国有和集体工艺美术企业不适应市场经济，经营不善，导致一些技艺失传。

    一些国营和集体企业改制，回复到个体经营作坊式生产后，虽然有利于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但是一时间大量的个体生产者同时涌入市场，导致无序恶性竞争，又使原材料浪费、整体工艺水平下降。在旅游业不断发展的形势下，一些民族民间工艺品及表演艺术，迎合迁就市场需求，因而有些在形式上、内容上背离或歪曲传统。

    文艺表演团体制改革同样受市场经济考验。处于农村地区的尚能艰苦奋斗，处于城市环境的大多陷于运转困难。关键是没有观众。没有观众就没有了衣食之源。

    （三）认识上的障碍。对待传统文化、民族民间文化，历来看法不一致。少数人完全否定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也有人认为民族民间文化粗鄙俚俗，不登大雅之堂，文化大革命中还被作为“四旧”扫除。这些看法虽不大有人公开主张，但潜在影响依然存在。更普遍的是认为民间工艺品、民族民俗文物、民间歌舞，只是不起眼的小玩艺儿，只是小儿女们的唱唱闹闹，既不稀罕也不贵重，值不得重视，这种看法对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另外在迅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有一种思想，完全忽视文化独立存在的价值，把文化视为经济的附庸，似乎文化只是经济“唱戏”的舞台、改善投资环境的点缀、发展旅游产业的支撑。“原则”上可以为发展经济而牺牲文化。

    （四）随着改革深入，开放也在扩大，民族民间珍贵艺术品及民俗文物出口流失。

    边远地区、内地都有这种情况，东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失更多。表现形式是：1、零散外国人在旅游地区，通过代理或者深入村寨长期高价收购珍贵民间工艺品及民俗文物（如传统的银制头饰、配饰等）。2、有学术背景的国外基金组织、学术机构或个人出巨资“扫地以尽”式地收购少数民族民俗文物。3、通过短期采风或拜师交友等长期方式与民间故事家、歌舞表演者以及有手工技艺的人交往，以文字、录音、录像方式记录故事、歌舞、学习某种技艺，回国后有的又以书籍或音像形式出版，侵犯相关人员的知识产权。

三

    保护传统民族民间文化形势十分严峻。同历史文物一样，传统民族民间文化中的有形遗产也有受损后不可再生性，也是十分脆弱的，而目前它们又和历史文物不同，几乎完全处于不设防状态。人们生活方式的迅速变化必将继续，经济改革所引起的震荡短期内也不会减轻；老艺人年岁在继续增长，人亡艺绝的危机在加重。所以保护民族民间文化传统保护的工作必需加速。

    （一）要抓紧立法。目前立法工作条件已经成熟，文化界、工艺美术界、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关方面都热切希望有一部传统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法律，云南省人大，贵州省人大已率先制定了地方法规。国务院1997年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一些工艺美术发达的省市也相继制定了振兴工艺美术产业的法规。在此基础上文化部全国性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起草工作已有初步成果，可以作为进一步修改的良好基础。

    （二）要有一个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全国性总体规划。规划应指明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确定保护工作的总体目标、工作方针与相应的政策，并提出保护的基本措施与工作步骤以及完成规划的必要保证条件。

    （三）要组织一次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全面普查工作。1964年法国曾建立专门委员会开始对文物进行普查，“大到教堂，小到汤匙”，工程浩大，巨细不遗。上一世纪80年代，日本也曾组织“民俗资料紧急调查”、“民俗分布调查”以及“民谣紧急调查”，对以后的保护工作起到积极作用。我国上一世纪70年代也曾开展了一次规模宏大的普查、搜集民间文学艺术资料的工作，编纂出版了10大志书集成，其经验也可为今后全面普查提供借鉴。普查工作不仅可以摸清家底，建立档案，建立资料数据库，更重要的是为全局工作奠定基础。

    （四）目前文化部与全国文联民间艺术家协会正酝酿开展一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这无疑是一项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重大举措。

（五）保护工作有几项原则似可考虑。

    1. 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我们不能为了原封不动地保存传统文化而阻止千百万群众生活方式的转变，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在国家推行现代化的过程中，各民族人民要求改变自身某些习俗一定意义上也是民族进步的一种表现。历史上传统文化的稳定性事实上是通过适度的变异性来实现的。问题在于处在变革前进的大潮中，我们要引导群众珍视历史，不忘本根，尽可能多地留下历史的痕迹，因为历史、本根，不仅意味着过去，还是创造未来的强固根基和动力源泉。

    2．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要实行政府为主导和社会广泛参与相结合的原则。民族民间文化与历史文物不同，它与许多单位、许多群众有直接关系，因而许多人在保护中都可以“搭上手”、“帮上忙”。为了尽可能多地保护民族民间文化，应该也有可能动员广大群众参与。而政府出资的保护则只能选择那些历史价值、文化价值高，有更强典型性、代表性的东西，立项编入名录，实行重点保护。可分中央、省、县若干级别，分级编选，各不重复。

    3．继承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民族民间文化的保存，通过文字音像手段记录下来，与实物一起收藏展示在博物馆里，当然是一条重要途径，然而更重要的是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融入新时代、新生活中，找到自己新的位置，参与新的创造。

    4．民族民间文化和其他方面的文化一样，也分为精华与糟粕。一些民族中迷信、酗酒、不卫生、早婚之类应当就是陋俗。一些民族的信仰习俗，渗透了原始的巫术成份，要明了原始文化必须研究原始信仰，明了巫师、巫术。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不能不分场合地去表演信仰礼仪、原始巫术，或者对原始信仰与巫术做出种种非科学的解释与宣扬。

    5．保护传统民间文化，关键是保护“人”，保护那些传统故事的讲述者、史诗的传唱者、歌手、乐人、手工艺人，特别是其中的大师、杰出人物。抢救也是抢救这些人。有了这些人，才有技艺；为了“薪火相传”既要保护传艺者，还要保护继承者，今天的继承者，就是明天新的传艺人。

6．为了保护民族民间文化，就必须把目光投向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礼失求诸野”，少数民族地区是传统歌舞的海洋、神话传说的故乡，内地农村也存在大量民间艺术之乡，如风筝之乡、剪纸之乡、秧歌之乡、竹编之乡、木雕之乡等，少数民族和农村地区，不仅保藏了较多传统文化遗产，还有浓厚的适宜于传统文化生存的氛围，因此也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随着交通、通讯的改善以及小城镇的增加，这种条件也在改变，所以必须有战略眼光，抢在前面与“变化”赛跑，争取保留更多沃土并在沃土中撒下更多种子，正所谓“花堪折时只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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